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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政治伦理思想架构及其现代价值
　
徐红林

摘　要：儒家政治伦理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主流和“常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
中，儒家政治伦理逐渐形成了以礼仁、民本、中庸、和合、忠孝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伦理架

构。在现代社会，随着现代性而出现的政教分离、历史进步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的现代意

识，对儒家政治伦理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挑战。因此，只有对现代意识进行解构，重新恢

复古典与现代的对话与和解，还儒家政治伦理以本来面目，才能实现儒家政治伦理的现代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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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避免对儒学做历史主义的理解，即按照现代人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按照

今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儒学和儒家政治伦理进行批判和解构，并以历史进步主义的心

态、以俯视的姿态对待儒学①。五四以来，国人在对待儒家文化和伦理方面，存在着两种

经不住严格批判的主张：一是对儒家的权威的反抗；二是对未来的过分乐观。如果我们希

望到传统中去寻求教诲，就必须对儒学作非历史主义的理解，即按照儒学的经典作家本人

一样如其所是地去理解儒学和儒家伦理思想，对古人的教诲按照绝对主义而非相对主义

的方式做出阐释，还儒家政治伦理以本来面目。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政治伦

理思想的主流，发展了几千年，包含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内容，代表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一

个“常道”。在现代语境下，重新梳理儒家政治伦理的内容架构，实现古今和解与对话，有

助于重构现代政治的道德基础。

一、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架构

儒家政治伦理思想是中国两千年来政治伦理和政治哲学的“常道”。自汉代董仲舒提

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的发展经历了两汉经学，再到宋明理学，最后发展到民

国以来的新儒学的历史进程。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儒家政治伦理思想逐渐形成了

如下主要内容和架构：

（一）礼仁

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孔子把“爱亲”规定为仁的本始，“君子务本，本立

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泰

伯》）。另一方面，仁者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八佾》）。同时，仁作为普遍

①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批判了历史主义，波普尔认为历史主义代表了对未来盲目乐观的乌托邦，
历史主义的代表作家有黑格尔、马克思等。美国学者斯特劳斯则认为历史主义是随着现代性而出现的，是引起
现代性危机的因素之一。斯特劳斯提出如果要避免现代性危机，则要在一定程度上向古典回归。斯特劳斯提
倡一种像古典作家本人一样如其所是地理解古典作品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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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伦理原则，孔子又提出“忠恕”作为爱人原则的根本途径，“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忠

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欲，亦勿施于人”（《中庸》）。

仁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儒家仁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现了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强调要顺从存在的

生命个体所固有之性、情、道而成全之，非以外在于人之道或概念而硬加于民，这完全体现了个体人格之

尊严和对个体精神之自由之追求。个体精神自由有三重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陆九渊

说“吾心便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陆九渊，１９９２：１７３）。由此可见，儒家仁的政治伦理对个体精神自由之

追求已经达到了个体精神自由之最高境界———天地境界。

为了达到仁的至高境界，并抑制人性之恶与欲望，则需要礼以规范之。礼是一种道德规范，礼要求

行为主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礼的作用是节人之欲，“礼起于何

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

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

所以起也。”（《荀子·卷三十一》）宋代理学倡导“存天理，灭人欲”，即是说只有消除人性中过度泛滥的欲

望，才能恢复天地之规律，达到人与自然之和谐。

（二）民本

儒家政治伦理主张以民为本，民本思想源于周公的“敬德保民”，《尚书》认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尚书·五子之歌》），孟子系统阐述了民本思想和得民心的重要性，“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

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孟子认为“得天下”取决于民心向背，君主的合法性取决于是否满足

了民众的利益，当孟子被问及对武王伐纣的看法时，孟子认为，“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

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孟子还指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

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

·离娄章句上》）。而《管子·牧民》篇则认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与孟子的见解一

致。民本思想体现了儒家伦理以人为本和尊重个体生命自由的伦理原则。

（三）中庸

中庸既是儒家倡导的人生最佳准则，也是一种宇宙观、方法论和崇高的道德境界，更是一种值得遵

奉的政治原则。魏何晏曰：“庸，常也。中和，可常之德。”（何晏，１９９９：８２）子思则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

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

焉。”（朱熹，１９８３：１８）在儒家思想中，中庸被视为至德，“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论语·雍也》）。北宋著名

理学家程颢、程颐认为中庸是最完美的道德，“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

之定理”（程颢、程颐，１９８３：２０４）。南宋集理学之大成者朱熹也对中庸有极高的评价，“中庸者，不偏不倚，

无过无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朱熹，１９８３：７８）。清初王夫之认为，“中道者，即

尧舜以来相传之极致，《大学》所谓至善”（王夫之，１９７５：１３３）。

（四）和合

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元素、要素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过程

中各元素、要素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孔子以和作为其人文精神的核心，强调“礼

之用，和为贵”。为政“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而和也代表君子处理人际

关系的原则，“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孟子则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

和”（《孟子·公孙丑章句下》），把人和作为成功的关键因素。《易传·乾·彖》指出：“乾通变化，各正性命，

保合太和，乃利贞。”（《易传·乾·彖》）这里合和，即和合。和合思想体现了古代东方社会以宇宙为中心的

世界观，即人只是宇宙中一个微不足道的物种，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之间要实现和谐。

（五）忠孝

早在西周时期，孝的伦理规范就已经确立并得到完善。周人对“孝”的规定，一是奉养、恭敬父母，

“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尚书·酒诰》）。二

是祭祀先祖，“相维辟公，天子穆穆。荐於广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绥予孝子”（《诗·周颂·雍》）。而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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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认为除了奉养父母外，更重要的是要孝敬。《论语·为政》篇指出：“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

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孝之政治伦理思想有利于维护农业社会的秩序，得到历代统治者的大力提

倡。比如汉代就主张以孝立国，提倡孝治主义。

与孝密切相关的是忠。忠有三种境界，曰：专一、无逆、大忠。专一之忠是指绝对忠于君主。“忠也

者，一其心之谓矣。”（《忠经·天地神明章第一》）“心止于一中者，谓之忠；持二中者，谓之患，患，人之中不一

者也。”（《春秋繁露·天道无二第五十一》）无逆之忠是指在任何情况下，臣都不可以与君主相抗衡。“为人臣

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礼记集解·曲礼下第二之二》）大忠之忠是忠君之道的精华，它的价值

准则是“从道不从君”。“忠臣之事君也，莫先于谏……违而不谏则非忠臣。夫谏，始于顺辞，中于抗议，

终于死节。”（《忠经．忠谏章第十五》）大忠之忠要求要求忠臣不惧死亡以匡正君过“以成君休，以宁社稷”

（《忠经．忠谏章第十五》）。大忠的实质就是对国家之忠高于对君主之忠，体现了传统政治伦理中的爱国

主义。

二、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特点

（一）政治伦理化和伦理政治化

构建道德与政治合一的道德国家一直是古典政治的理想与追求。这一理想既体现在柏拉图在《理

想国》中所构想的哲学王的统治，也体现在儒家对一个“内圣外王”的统治者的期待与憧憬①。伦理的政

治化以及政治的伦理化是德性政治区别于现代功利政治的显著特征。儒家政治伦理以“仁”作为核心观

念，“仁”在政治上具体而特定的表现，其最高律则便是让开散开、物各付物，尊重个体生命之尊严。长期

以来，历代儒家学者一直提倡“仁”治主义。“仁”既是道德伦理原则，又是政治实践原则，伦理与政治在

这里合二为一，表现出伦理政治化的倾向。儒家政治伦理的另一个核心概念是“礼”。“礼”同样是一种

道德伦理原则，但是在传统社会，礼法不分，甚至用礼治代替法治，礼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封建宗法关

系，而封建社会本来就是一个宗法社会，用宗法关系中的“礼”代替国家的法，这是伦理政治化的典型表

现。政治伦理化和伦理政治化的第三个表现就是孝治主义。孝本来是用来处理父子和家庭关系的，但

是封建社会作为宗法社会，家国一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融为一炉，从而使得“孝”由一种家庭伦理

原则变为一种政治原则，成为历代统治者的统治工具。

（二）重义轻利

义利关系，即道德与功利的争论是中国政治伦理思想发展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也是东西方政治思想

的重要区别之一。西方政治思想认为追求利益本身就是从事政治的目的，这与中国古代的墨家思想相

近。墨家提倡以利为本，义利并举，“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

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墨子闲诂·非乐上第三十二》），“义，利也”（《墨子闲诂·经上第四十》）。但是，作为中

国传统社会主流伦理价值观的儒家政治伦理反对追求利益，提倡重义轻利。孔子认为“君子义以为上”

《论语·阳货》），“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义是君子的内在本质和立身之本，“君子喻于义，小人

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孟子也认为应该重义轻利，“孟子见梁

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

子·梁惠王章句上》）。而宋明理学诸子进一步发扬了孔孟的义利观。作为理学之集大成者的朱熹与当时

的陈亮有一场历史上非常著名的王霸、义利之辩，而朱熹的观点是非常鲜明地提倡王道，反对霸道；提倡

仁义，反对功利。

（三）德治主义

古典政治是一种德性政治。儒家政治伦理的核心思想是仁。“仁者，人也。”仁者爱人，仁体现了对

个体生命的尊重和对实现个人精神自由的理想追求。在儒家的政治思想里，没有政权、主权、人权、权

·８１·

①道德与政治的关系体现了古典与现代对待政治的两种态度。现代政治提倡国家中立和政教分离，古典政治则对政治与道德作一
种整全的和形而上学的理解。康德在其著名三大批判中指出，古典哲学并不对科学领域、道德领域和审美领域进行区分，但是现
代哲学则把三大领域区分开来，这种区分实际上导致了政治学逐渐脱离道德的束缚而追求科学性和价值中立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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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义务、自由、平等诸政治上的形式概念；它只有以才、能、德所规定的人格价值之观念，以及顺在人民

的实际生活上，达成其存在的生命个体之事理所应有者，一起予以承认而尊重护持之。因此，在儒家政

治伦理思想中，强调德治主义，并且将德治主张应用在政治实践中。德治思想代表了人类政治思想发展

中的古典主义和理想主义，体现了人类政治对至善的追求。柏拉图曾经说过，多数的统治是根据法律进

行统治，而法律只是意见而非真理，因此，人类最完美的政治制度是君主制，君主制是根据真理而非意见

进行统治。但是，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由于人类天生的缺陷和不完美，我们往往是根据意见———法律

进行统治而不是根据真理———德性进行统治，所以德性政治只能是人类政治的理想态而不是现实态①。

（四）爱有差等

儒家政治伦理是一种仁爱伦理，“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儒

家政治伦理的仁爱是中国古代宗法社会关系的深刻体现，是以亲亲、尊尊为最高准则的，所以其仁爱精

神必然不具有平等的性质，也不如墨家的兼爱思想那样具有博爱精神。相反，儒家政治伦理的仁爱体现

出了亲亲、尊尊的由近及远和爱有差等的特点。儒家伦理反对墨家的兼爱和博爱，认为“杨氏为我，是无

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章句下》）。此外，与西方基督教的博爱思

想相比，仁爱思想更符合人性。人性中的爱本来就具有由近及远的特点。叔本华曾经说过，远在非洲的

一个陌生人因为病痛而死亡给我带来的痛苦肯定小于我的手指不小心被一把小刀划破给我带来的

痛苦。

三、现代语境下儒家政治伦理思想面临的生存困境

在现代社会的政治伦理生态语境下，中国传统的儒家政治伦理思想面临诸种现实困境。

首先是现代主义主张政教分离。现代主义用政治现实主义取代古典德性政治的理想主义传统，用

功利政治和工具理性取代德性政治和道德—实践理性。如此，则使得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与现代政治意

识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张性。现代政治意识的始作俑者是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在人类历史上第一

次提出君主为了实现政治目的可以采取不道德的政治手段，从而打破了道德对政治的束缚，开启了政治

现实主义和现代政治意识的滥觞。由于儒家政治伦理思想自汉代董仲舒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

来，一直与国家政权存在紧密的勾连，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成为统治阶级占据主流地位的道德观和意

识形态。虽然在历史上历代统治者实质上实行的是“外儒内法”的统治手法，但是儒家的独尊地位与统

治阶级的大力倡导和强制推行是分不开的。而在现代语境下，儒家政治伦理思想早已失去了国家政权

的庇护，不仅如此，由于中国现代社会的到来一直伴随着西方的入侵和被动挨打、积贫积弱的落后局面，

一些文化决定论者将此归因于儒家文化的落后，因此儒学成为中国传统的象征和中国贫困落后的替罪

羔羊。从五四运动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对儒家伦理的彻底否定到“文化大革命”的“批林批孔”，儒学

成为保守和落后的代名词。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结束了对儒学的批判，但国家政权却与儒家政治伦理保

持了适当的距离。由此，在现代政治语境下，儒学和儒家政治伦理的衰落势所必然。

其次是现代人的历史主义观点。历史主义实际上表现为一种历史进步主义的观点，即今人较古人

认识问题更为全面和进步，所以对待古典文化和思想我们应采取批判性的态度。“历史主义者认为，可

以假设历史上后起的立场比先起的更成熟，其他皆然。”（斯特劳斯，２０１１：５１）“一切运动或变化都意味着内

在于事物本质中的潜能的实现（或现实化）。”（波普尔，１９９９：１５）历史主义表现了现代人的狂妄、无知和自

负，历史主义反对为任何学术建立绝对的形而上学的标准，强调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对政治思想的决定

性，从而导致了一种历史相对主义的立场。相对主义用社会的普遍承认取代了古典德性政治的“至善”

理念，从而使现代政治道德只剩下古典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些碎片，最终导致了萨特等存在主义者所归结

的道德虚无主义。代表历史主义的经典作家有黑格尔和马克思等。黑格尔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从不

完美走向完美的过程，而完美的国家形态就是德意志国家。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则认为，人类历史是

·９１·

①参考施特劳斯在《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一书中的相关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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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和互动的过程，最终对历史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生

产力。由于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所以人类历史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

社会的不断进步的螺旋式上升过程，而历史的发展必将实现共产主义。

由于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和社会是不断进步的，文化也是不断进步的，因此现代政治伦理思想优越

于古代的政治伦理。而儒家政治伦理产生于中国古代的奴隶社会末期至封建社会初期，属于主流的封

建伦理思想，是中国落后的封建道德和文化的象征，完全不适合历史发展的进程，应该予以全盘抛弃。

中国的一些文化决定论者更是把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的落后和被动挨打的局面归因于儒家文化的落

后，提出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化则必须抛弃儒学和儒家伦理，提出“儒学已死”，中国文化和道德

的发展必须另辟蹊径的观点。

最后是现代人的道德相对主义观点。古典政治伦理具有一元性和绝对性的特点，倡导一种形而上

学的道德观。古代的东方社会形成了一种以宇宙为中心的世界观，而西方社会则形成了以神学为中心

的世界观。但是现代人的道德相对主义则解构了这两种世界观，并最终导致道德的多元主义和虚无主

义①。比如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认为存在先于本质，即此在在被抛掷到这个世界之前，并不存在任何先

验的道德，此在的生存并不受某种绝对道德的束缚，而是应该遵从此在的良心和内在自由来自我判断此

在在道德上是否有罪（海德格尔，２００６）。道德相对主义解构了古典政治伦理的绝对性和形而上学标准，使

得古典政治伦理在现代社会日益式微。

儒家政治伦理是一种古典政治伦理，是一元化和绝对化的伦理思想，即作为整个封建国家和社会所

有的阶级和阶层都必须遵循的唯一的形而上学标准和道德规制。但是自近代以来，西方文明裹挟着船

坚炮利，日益东渐，与儒家文明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当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激烈碰撞与冲突

时———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是这一冲突与碰撞的典型表现，传统政治伦理与西方政治伦理之间的矛

盾与张力日益凸显。当西方政治伦理以普世价值的形式高举自由、平等、人权、博爱的大旗强势渗入中

国社会意识形态之时，中国的传统儒家政治伦理崩塌了，从而形成了中华文明和伦理思想发展中的文化

断层。但是，在历史上，当儒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面临佛教和道教思想的侵蚀时，儒学不但没有走向式

微，而是最终融合了道教和佛教的思想从而形成了宋明理学。而近代儒学面临西方基督教文化侵蚀时，

为什么却迟迟难以做到对西方文化进行融合而再次复兴呢？究其原因，不得不考虑到以上所提到的现

代道德相对主义对中国儒家政治伦理的发展构成的钳制和解构。现代道德相对主义意味着儒家政治伦

理在未来的发展即使能够融合诸种优秀文化的内核也不可能再次恢复在历史上的独尊地位，乐观地看

待儒家政治伦理在未来的发展也只能是成为现代社会多元伦理中的一元罢了。

四、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儒家政治伦理在现代语境下是否已经走向穷途末路而无任何实质性的可公度的价值了呢？其实不

然。因为导致儒家政治伦理式微的三个公设政教分离、历史进步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未必能经受详密

的论证和考验。

首先对政教分离进行考证。现代国家倡导国家中立和政治与道德的分离，道德和政治的分离有利

于避免道德专制和建立世俗国家，也有利于国家对持有各种信仰的公民保持公正。但是，现代民主政治

的弊端正在于宗教和道德彻底地退出了政治生活领域，从而带来了现代人的双重丧失：意义丧失———人

生价值的丧失和自由的丧失———道德和宗教信仰的缺乏和异化而失去了内在的精神自由（哈贝马斯，

２００４：３１１）。现代性带来了由于政治、道德和艺术领域上的彼此分离而导致的现代人的世界观的“解中心

化”和道德上的碎片化、混沌状态以及文化相对主义的危机。斯特劳斯认为，为了恢复现代人的精神自

由，则应谦虚地向古典学习，对政治做自然的和整全的理解。

·０２·

①有关古典道德与现代道德特点的区分，参照万俊人《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中的观点。此外，麦金太尔也在《德性之后》一书中提出
现代道德的相对主义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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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见，政治与道德的分离并没有对人类政治的发展开拓美好的愿景，保持道德与政治之间适度

的张力更符合人类发展的需要。再者，“虽然现代国家确实完全不适应于作为任何社会共同体的道德教

育者而行动。但是，现代国家形成的历史本身当然是一部道德史”（麦金太尔，１９９５：２４７）。特别是在中国

的政治文化语境下，道德和政治从来就没有实现过彻底的分离，国家政权和道德意识形态一直保持着紧

密的勾连。儒家政治伦理在封建国家一直保持着独尊地位，而近代以来又被不断地批判和打倒，儒学的

兴与衰，都与国家政权有着复杂的关系。未来儒学的命运，也不可能完全摆脱政治，而可能是与政治保

持一种间接的勾连关系。

其次，我们对历史进步主义的合理性进行考证。按照历史主义的观点，人类历史是不断发展的，因

此历史上后起的立场比先起的更成熟，今人比古人更具有智慧。但是否真的如此呢？斯特劳斯认为，这

种观点显示了现代人的狂妄和无知。由于现代人总是以先入为主的立场对待古典智慧，自以为是站在

巨人的肩膀上俯视古人，所以现代人对待传统总是持一种批判的立场。但是，众所周知的是，古雅典是

西方文化的辉煌时期，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也被认为是中国文化最自由和最绚烂的历史时期，两千年来

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百家争鸣的文化大解放大发展的局面。

国人对待儒学和儒家政治伦理有三种观点：肯定论、否定论和折衷论。肯定论者认为可以恢复儒学

在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主流地位，否定论者则认为儒学与现代民主不相容，必将走向式微和衰亡，折衷论

者则认为儒学可以批判地继承和发展。笔者认为，肯定论者体现了一种复古的立场，这在现代语境下几

无可能。否定论者代表了历史主义的观点，即认为现代政治伦理会取代儒家伦理，这是现代人的狂妄。

折衷论者倡导对儒学进行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转化，这实际上还是一种历史主义观点，即认为今人比古

人更加优越。笔者既不主张历史进步主义观点，更为反对文化复古主义，而是主张古典与现代之间进行

一种平等的对话与和解。现代人应以谦卑的或者至少是平等的姿态对待传统的儒家伦理，我们要极力

克服现代人的狂妄和历史进步主义，对待古典文化我们要“如其所是”地理解和阐释它，这样才有可能从

中汲取智慧，并还儒家伦理以本来面目。

最后，我们对道德相对主义的合理性进行考证。道德相对主义拒斥古典道德的理想主义和形而上

学，倡导一种个体根据自己的良心和道德自觉做出道德判断从而实现个体的存在自由的观点，反对道德

的先验性和绝对性。现代道德相对主义拒斥任何统一的道德标准和至善的可能，其结果只能是最终坠

入道德虚无主义。道德虚无主义动摇了人类的精神信仰和价值判断，造成了人的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

事实和价值之间的二元对立以及人类道德的功利主义，最终导致人类的异化和物化倾向。麦金太尔认

为，“道德行为者从传统道德的外在权威中解放出来的代价是，新的自律行为者的任何所谓道德言辞都

失去了全部权威性内容”（麦金太尔，１９９５：８７）。

儒家政治伦理是一种绝对和先验伦理，遭到了现代道德相对主义者的拒斥。但是，道德相对主义给

当代中国人带来的是道德滑坡、人的物化、拜金主义和社会道德信仰的崩塌。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地沟

油事件、毒奶粉事件等各种各样的造假行为，以及裸官事件和官场腐败都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国

人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如果要防止国人的道德滑坡和崩塌现象进一步加剧，重构一种统一

的追求至善的价值观和道德信仰势在必行。

综上所述，导致儒家政治伦理式微的三个公设政教分离、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未能经受详密的论证

和考验。即是说在现代社会，儒家政治伦理依然具有存在价值。

首先是儒家政治伦理的民本思想与人本政治的契合。一些学者认为，儒家的民本思想不同于人本

思想，但笔者认为，民本主义和人本主义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人本主义思想在政治上的运用就是人本

政治，人本政治是关于人的政治，就是把道德伦理等非政治和超政治因素由政治的边缘引向政治研究的

核心，使得中国政治在未来的发展走出“左”与“右”之争而更加强调个体的自由和价值尊严。而儒家

“仁”的政治伦理思想恰恰体现了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强调要顺从存在的生命个体所固有之性、情、道而

成全之，非以外在于人之道或概念而硬加于民，这完全体现了个体人格之尊严和对个体精神之自由之

追求。

·１２·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６８卷 第２期

现代中国在治国理念上的技术至上主义和官僚主义，片面追求经济的发展而忽略了大自然的承载

力，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带来了生态危机，完全违背了人本政治思想的对生命个体的尊重原则。此外，

现代人对物的崇拜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拜金主义思潮泛滥，社会道德出现滑坡现象，人的主体性被

淹没，拜物教带来了人的异化和文化的危机。社会生产成了资本追逐利润的工具，政府对生产的监管严

重缺位，道德因素被弃之不顾，地沟油事件、毒奶粉事件、自来水污染事件此起彼伏，人的生存岌岌可危。

我们所倡导的人本政治，即是要防止人的物化和异化，实现人的幸福、价值和精神自由，这与儒家政治伦

理的“仁”的政治有耦合之处。

其次是和合思想与和谐思想的契合。儒家政治伦理提倡“和为贵”，倡导和平而反对战争，认为在战

争中，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上策。同时，儒家政治伦理主张人与自然之和谐，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人对

自然的过度掠夺，从而形成了东方人以宇宙为中心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在《周易》中有完整而全面的阐

述。与此相反的是，西方人倡导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和征服自然的进攻性观点。

西方人的人类中心主义和扩张主义观点自近代以来带来了基督教文明对全世界的征服和掠夺，也

间接促进了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和发展。但是，地球的资源有限，经济的增长必然存在极限，由于人类

对大自然的过度掠夺，大自然已经开始对人类进行报复，生态危机正向我们逼近。在这样的现实语境

下，现代人不得不重新思考东方和合文化的内涵与价值。人类作为灵长类动物，只是地球的诸物种之

一，如果要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现代人就必须放弃人类的独尊地位和狂妄无知，虚心地与大自

然和谐共处。

再次是个体精神自由与制度架构下的社会自由之契合。前已述及，儒家以仁为核心的政治伦理思

想体现了顺从存在的生命个体所固有之人性人情而成全之以至达乎人道。这是儒者在政治思想和政治

实践上所立的一个最高的律则。此种尊生命、重个体，是理性之内容表现，体现了个体精神之自由。但

是，儒家政治伦理思想没有自由、平等、人权、权利等这些形式概念，没有形成自由的概念和自由的制度

架构，这是儒家政治伦理存在的缺陷。

可是，西方政治伦理思想依客观方式而争来的法律、契约、架构、限制、形式的自由、权利等，也存在

着条文之被动性、限定性和死板性，而缺乏中国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个体精神自由之亲和性、圆融性与

夫事理当然上的具体性和天然性。也就是说，如果自由只在外延和形式方面发展，则其客观的落实处即

在那些形式概念之建立，最终，自由成为一个既成的空架子。因此，要在当代社会实现真正的自由，就需

要将西方之自由概念———理性的外延和形式上之表现，与中国儒家政治伦理之主张的个体精神之自

由———理性之内容之表现相结合。以内容的表现提升并护住外延的表现，令其自由真实而不踏空，常在

而不走失；以自由之外延的表现充实开扩并确定内容的表现，令其丰富而不枯窘，光畅而不萎缩①。

最后是仁爱与博爱之契合。“仁”是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仁者爱人，儒家以“仁”为核心的政

治伦理思想实质上是倡导一种仁爱伦理。如前所述，儒家政治伦理产生于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国传

统社会，其所主张的爱是一种以亲亲、尊尊为原则的由近及远的仁爱精神。而西方政治伦理提倡的则是

博爱，这与西方的宗教传统有着一定的关系。西方基督教认为所有的尘世众人皆是上帝的子民，在上帝

面前，所有人一律平等。并且，作为上帝之爱，具有普世价值，所以这种爱只能是博爱。但是，中国人的

宗教信仰和西方不同，对爱之理解也与西方迥然有异。西方社会是由原子式的个人组成的，而中国社

会，即使到了现在，也是以家庭为单位组成的。所以，中国社会强调家庭伦理，西方则强调个体伦理。既

然中国社会结构是以家庭为单位，其对爱的理解则与亲亲、尊尊无法分开，也就是这种爱只能是儒家的

仁爱。如前所述，仁爱更符合人性的特点并更具现实可行性，而博爱思想则更具普世性，仁爱与博爱之

结合，能更好地实现仁爱思想的现代价值。

·２２·

①对东西方自由思想的特点和区分，参见牟宗三先生《政道与治道》一书，牟宗三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思想已经有了个体的内在自由，
但没有自由的概念以及宪政形式上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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